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主持人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

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科学论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 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 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宗教观, 增进各族群

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为了更好地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更好地理解并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增强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本刊组织了这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章, 从历史学的角

度来思考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文明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以及中华民族

观念的近代构建, 阐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时代价值。 (杨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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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 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春秋战国至秦汉皇朝是其形成时

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皇朝是其发展时期, 五代、 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皇朝是其壮大、 巩固时期, 近代以

来是其走向自觉意识和伟大复兴时期。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表明, 这是一个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实际和

历史逻辑彰显于世界的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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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有其久远的渊源和辉煌壮阔的古代历史,有反抗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

英雄史诗般的民族自觉的近代历史和当代自信自强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

展的历史,是提高中华民族之民族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

族根基和历史自信①。本文的旨趣在于,一则是概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历史条件及

其阶段性特点,再则是论列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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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学术界提出了一些看法,如顾颉刚认为:“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
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 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

人了。”(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5页)依此说,当

是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统一前后。又如费孝通认为:“秦代的统一还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
这是否表明,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华民族正式初步形成。作者在论述了秦汉至清代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后,指出:



一、 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

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

存、繁衍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

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

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

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

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

显然,这是认识人类文明史的物质基础,自然也是这一论述的出发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

应当从这里开始。
中国考古学者在讨论“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时,开篇就讲到“远古时代的

地理环境”,指出:

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

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

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

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

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

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②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考古学家们依次论述了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诸

多文化遗址,然后作出结论,写道:

……到龙山(文化)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
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

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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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我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择要地勾划出一个草图。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

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上述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再如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
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110页)一书,有专节论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分期:“中华民族的起源

与孕育”,“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的联合”;陈连开著《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

出版社,1994年)一书,亦曾论到《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特点》、《中华民族的自

在发展》等。再有,高凯军等著《论中华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认为:隋唐在民族融合基础上的统一与

中华民族雏形的诞生,契丹、女真、蒙古的入主中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长城的突破与中华各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确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中华各族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满族的汉化加强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特征。
萧君和主编《中华民族史》(上、下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分设以下各章:中华民族的起源,
中华民族形成的前奏,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由华夏族向汉族的逐步过渡,汉族的形成,汉族的发展,汉族发展

的鼎盛期,由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向中华民族的转变。以上各主其说,各有参考价值。有的中国民族史或

中华民族史论著在此问题上无明确论述,不便转述,兹不一一列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页。

③ 苏秉琦:《远古时代》,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45-346
页。



考古学家们以如椽之笔描绘出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历史,极大地开拓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之久远的渊源

的认识。
人类进入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清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设专章(第二章)讨论“历史

发展的地理条件”,着重论述“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如地理条件的复杂性

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就

前者而言,两千多前的司马迁的视野所及,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依次概述了

关中,三河,漳、河之间,齐与邹鲁,梁、宋、越、楚,东楚、南楚,颍川、南阳等地的物产与民俗

后,写道: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
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
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

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①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地理条件的差别,对社会经济和民风民俗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后,班固著

《汉书》,在《地理志》中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些看法。如果把马、班的视野放大到当时国土东西两端或南

北两线的话,则这种地理条件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现在来说后者,即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导论》卷作者

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与政治统一交替出现的历史,指出:“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

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②该书指出,
汉初以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三国时期的江东、益州等地,以及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与其后地方势力

的发展,虽然同政治、军事有关,但地理条件的相对独立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其一。其二,由

于中国的地理条件还具有整体上的统一性的特点,所以历史上各种分裂局面都不会长久存在,而最终

必将归于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

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

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及其产生

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的统一性的约束:一是受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
文化所吸引,如汉、唐两个盛大朝代;一是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治权

力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元明清三朝以大气力致力于水利工程并确保南北大运河的通航,故政治统

一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③。
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二、 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夏、商、周三个部落群体因地理条件的优越,社会经济

发展较快,先后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建立起各种制度,成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在周代,从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生产力的发

展,经济生活的丰富,国家制度的健全,尤其是思想领域的活跃,等等,出现在周天子分封下诸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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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第141-146页。参见瞿林东:《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个问

题》,《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



立的局面。继之而起的便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纷争,于是战争、会盟不绝于时。而这些活动都离

不开人,离不开当时的诸多部落与民族。这是有文字记载较为详细的中华民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活动。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

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同时,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汉人和胡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交往、交

流、交融的新形势。这种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

第一,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约500年左右,历史久远的夏族、夷族、

蛮族、戎族、狄族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周王室各封国

为代表的“诸夏”得到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夏文化的覆盖面;而夷、蛮、戎、狄等“诸夷”和“诸夏”的关

系更加密切了,分别形成了以东方齐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北方晋国为中心的民族融合体①,成

为秦汉统一皇朝的民族构成的基础。

第二,秦皇朝实行诸多统一措施,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

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行如下措施: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

以为钟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

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

其中,“车同轨。书同文字”和政治版图是几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几件事情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

但毕竟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当“汉承秦制”③继续推行这些措施时,它们的作用

就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汉承秦制的总体面貌,在班固的《汉书》中概括得十分清晰,班固这样写道:

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

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④

这是通过概括《汉书》的内容进而彰显了西汉的社会面貌,恰如颜师古在这段文字的注文中所说:“凡此

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⑤。

第三,儒家学术的确立成为民族间文化认同的标志。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

这段话表明,儒家思想是维护政治一统的指导思想,这正如班固所说,儒家学说“是综是理,是纲是

纪”⑦,因而也是当时人们遵循的准则。西汉宣帝和东汉章帝时,两度召集诸儒集会,“讲议《五经》同

异”,前者由皇帝“亲称制临决”,后者由班固等儒士整理为书,足见两汉对儒家学说的高度重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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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⑧

参见瞿林东:《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后收入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

族关系史论文集》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814-835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3页。

⑤⑦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4271、4265页。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分别参见: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载: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

制临决焉。”(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页)范晔《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
建初四年,“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范晔: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页)



第四,司马迁《史记》撰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史的全貌和中华民族初祖及其以下的历史。白寿彝

指出: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

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了北方、
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

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

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

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①

“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史。不仅如此,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在纵向方

面写出了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初祖的历史及以下至夏、商、周、秦直至西汉的历史,在中国史

学上是前无古人的。在横向与纵向具有如此恢宏的历史认识,正是现实社会的启示和推动才能达到的。
如果说司马迁《史记》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班固《汉书·地理志》则写出了中华民族当时的

生存空间。班固《汉书·地理志》序文在追溯了西汉以前有关地理状况后,这样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 ,
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

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
下及战国、秦、汉焉。②

这是在讲地理沿革和西汉皇朝的地理建制时,同时也讲到民族关系。联系上文司马迁《史记》的记述,
悠久的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广袤的地域,等等,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

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之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社会经济有了

新的发展,这是其后秦国打败其他六国建立秦皇朝的物质基础。秦汉之际社会动荡,致使汉初经济残

破,以致于出现了“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③的局面。而在汉初统治者实行

“与民休息”的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后,历经70年左右到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
中描绘出西汉盛世的富庶画面。司马迁写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

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

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④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描述了西汉前期商业发展的盛况: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

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⑤

这些活动虽然同民族发展并不都有直接的联系,但这种商业所形成的社会大环境,却也不能不影响到

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司马迁这样描述这种社会大环境:

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
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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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第6—7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7、1420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61页。



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

这是写出了自然法则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

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

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

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

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针对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说的,与中国秦汉时期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

系自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从“这个原理是公认的”之论断,仍可得到某种启发,即秦汉时期的社会条

件,的确给予由春秋、战国时期“诸夏”、“诸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民族的

形成恰与这一机遇相吻合。
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民族构成,是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

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并在新的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

的新阶段。从《史记·匈奴列传》可以看到汉、匈双方互通信函以及“和亲”之“约”、“关市不绝”③的情

况;从《史记·东越列传》,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东越的赞叹之情,说是“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徳于

民哉,何其久也! 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④;从《史记·大宛列传》可以看

到张骞出使西域,亲身经历或了解匈奴、月氏、胡、越的复杂关系,并得知大宛、乌孙、康居、奄蔡、
大月氏、安息以及西南夷等域内外情况,大开人们眼界,司马迁还称赞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蛮夷爱之”⑤。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

《汉书》作者班固对西汉皇朝的历史格外重视,一方面是由他的“汉绍尧运”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他也确为西汉兴盛的历史所鼓舞。班固在《两都赋》中赞美西汉政治和都城西京后写道:

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徳之名氏,农服先

畴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⑦

这种士、农、商、工“各得其所”的局面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大体上当不会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班固

又赞美东都洛阳:“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⑧他用“诸夏”和“八方”来概括当时全国的范围。

班固还撰有《典引论》,借用“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⑨,用周朝

东迁的历史掌故,比喻东汉皇朝是“以膺当天之正统”⑩。这是以“天”的名义来突出汉皇朝的合理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称说“华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东汉官员刘毅在一件上汉安帝书中,

有称颂邓皇后的长篇文字,其中有这样的话:“弘徳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

43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2年第2期(总第290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53-3254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3、2905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4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9页。
班固在《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中批评司马迁,写道“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

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徳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

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徳,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

下》,第4235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第1348页。

⑨⑩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3、1379、1377页。



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①从歌颂皇后中反映出“华夏”与“戎狄”的和好关系。
汉桓帝时,一个士人在离世前写的一封家书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厚葬奢靡之风,写道:“……自生民以

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他批评说:“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

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②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华夏”的称谓在

官场和民间都是日常用语了。
东汉时期,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诸夏”与“四夷”的不同是文化上的差异。思想家王充深刻地指出:

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③

这两句话表明,“诸夏”与“四夷”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民族本性的区别。这种

带有理性的认识,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④。这种认识还表现在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判:

始皇自以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遂恣睢旧习,矫任其私知,坑儒燔书,
以愚其黔首,穷奢肆欲,力役无餍,毒流诸夏,乱延蛮貊,由是二世绝祀,以成大汉之资。⑤

这些话,也可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批判,并指出“诸夏”、“蛮貊”都是受害者,这实际上是把“诸夏”、
“蛮貊”放在同等地位上看待了,实为命运共同体的表现。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在以华夏族(诸夏)为核心的各族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展开的情况下,不论在密切的程度上还是在活动的地域上都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提升和扩

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各民族的矛盾、冲

突仍然存在,但其发展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三、 中华民族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东汉皇朝于公元220年灭亡。此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

立的局面和西晋的短期统一,继而是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的南北分割以及南北朝的对立,直至隋

朝的统一(589),中国历史经历了370年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期间,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

约270年间,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来看,发生了十分值得关注的几件大事:一是北方匈奴、
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在广大的中原和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在相互矛盾、冲突

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二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后魏或北魏),在实行一系列改革后逐

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等朝形成对峙的政治局面,凸显出鲜卑族在中

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三是“华夏”作为族称或地域的代称的观念有更加准确的涵义和广泛的使用。
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大事,为隋唐新的大一统政治

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民族的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隋唐时期走向发展阶段的政治前

提和民族根基。
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陆续建立的16个政权既相互冲突,同时又与东晋发生争战,旧说称为“五

胡乱华”。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不论着眼于民族史和文明史的发展,还是着眼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总的

历史进程,十六国史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⑥。十六国的统治者在中原士人的建议和帮助下,或恢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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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九《赵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5页。
王充:《论衡·别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0页。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
参见瞿林东:《十六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倾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业生产①,或兴办学校②,制订礼制、法令③,有的还有统一中国的雄心。如前秦苻坚曾放言:“今四

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④,足见他有统一南北

的思想。后前秦势力强大,而苻坚强而无谋,甚至断言:“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⑤,且

又拒众口之谏,轻率发兵,终为东晋所败。

上述史实表明,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一旦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便直接受到中原固有文

化及其传统的影响,大大加快了文明发展进程。而在民族关系上,则出现了“和戎之术”、“夷狄应和”、

“夷夏之情,咸共推之”⑥等说法,反映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六国时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鲜卑族显示出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在十六国

中,鲜卑族所建立政权多达六个,它们是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西燕;二是在其后的北魏

皇朝政权中,鲜卑族拓跋部的贵族发挥出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核心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十六国

时期到北魏皇朝时期,鲜卑族对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办学校,

讲儒学,培养人才,有的还设立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职⑦,颇有首创精神,是深层次的

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二是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慕容皝接受谏言后认识到:“君以黎元为国,

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⑧这些认识和措施都具有积极意义。

约当十六国时期(317-439)的中期,鲜卑族的拓跋珪建立魏政权,时为登国元年(318),定都平

城,史称北魏。立国之初,拓跋珪与博士李先有一段对话:

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

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

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⑨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魏立国的政治远见,也预示着它在此后约170年中的历史作为。

拓跋珪在与群臣“议定国号”时曾说:

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

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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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前燕慕容皝在封裕的建议下,下令:“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有田而贫者,给“牧牛”一头,“若私有余

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第2825页)
前赵刘曜是十六国较早兴办学校的统治者,设太学、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又设国子祭酒、崇文

祭酒掌其事。(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8页)后赵石勒兴办太

学、小学,“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又设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门臣祭酒,分掌其事。(房玄龄

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2741页)“史学”一词,始见于此。前秦

苻坚“广修学官”,“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诸生竞劝焉”。(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苻
坚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8页)
房玄龄等在《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中记:“勒又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

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四《石勒

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0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第2896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2页。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第2887、2896页;《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第2912
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第2735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2825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一晋纪隆安三年(39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88页。



为魏焉。①

拓跋珪在讲到汉高祖刘邦何以“起于布衣而有天下”的原因时,又说:

《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

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

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②

这些话虽不免包含太多的“天命”思想,但联系上述引文来看,拓跋珪关于“诸华”的族称和对刘邦的赞

许以及对“大一统之美”的钦羡,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民族观念和治国理念,并对北魏此后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北魏世祖拓跋焘时,“初造新字千余”,其诏书写道:“……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

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③同时,实施“起太学”、“祀孔子”、“改定律

令”、“除故革新,以正一统”以及“宜宽徭赋,与民休息”的措施④。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

凉,统一北方,是北魏历史上一件大事。史臣称赞拓跋焘“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

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⑤。北魏统一北方,为北魏的政治改革和北方民

族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自平城迁都洛阳,并于太和二十年(496)“诏改姓为元氏”⑥。这两件

大事,进一步加快了北方民族的深度融合。孝文帝自谓迁都洛阳是为了“经营天下,期于混壹”⑦。其

改姓氏、定姓族、通婚姻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融合⑧。

以上所论,多着眼于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南方诸民族中也有显现,这在

《宋书》、《南齐书》中都有一些记述,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华夏”的称说已非常普遍,其含义或指族属,或指地域,或指

政治实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指称,往往见于皇帝诏书或大臣的奏议之中,表明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正式

称谓的作用。如:北魏太祖拓跋珪的诏书中有“天下分裂,诸华乏主”之说⑨,南朝宋武帝的诏书中有“在昔

开运,光宅华夏”之说。他如“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华夏倾荡,王纲弛顿”,“集成大命,

清定华夏”,“光复旧京,疆理华夏”,“华夏分崩,九州幅裂”,“华夏奉职贡,八荒觐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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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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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⑨ 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3、37、32页。

④ 魏收:《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71、79、80、83页。
魏收:《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9页。
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493),第4339页。
唐长孺先生指出:“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孝文帝迁洛以后,为了谋取鲜卑贵族和汉士族之间,旧士族和非士族新

兴门户之间进一步合作,决定重定士族。这一决定,对于鲜卑人,一方面是在阶级分化完成的基础上完成拓跋族

的封建化;另一方面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对于汉士族和非士族豪

强,又是和鲜卑贵族一起,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标准重新编制门阀序列。”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

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页。
陈寿:《三国志》卷一百《荀彧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页。
陈寿:《三国志》卷十一《管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九《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1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3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8页。
沈约:《宋书》卷二十《乐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8页。



“华夏乂安,要荒慕向”①,“制御华夏,辑平九服”②,“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③,等等。

此外,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以“华夏”为参照,以说明事物的特征。如:“言语风气犹同华夏”④,

“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⑤,“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⑥,“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

华夏。……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

而皆为胡语”⑦,“焉耆国……婚姻略同华夏”⑧,“于阗国……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⑨,等

等。这些都反映出民族交融中的人们的民族观念,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华夏族影响的扩大。

还有一种历史现象也值得关注,即个别杰出人物的影响,也会冠以“华夏”的名义。如《三国志·魏

书·三少帝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中华歆表文:“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

宗。”又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有“羽威震华夏”之语。这里都是表述郑、关二人的影响范围

之广,非仅指“华夏”族而言。

当这时期的人们频繁地称说“华夏”时,同时也在称说其他民族,如:诸戎、夷越、胡夷、戎翟、

戎夷、夷狄等,这说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这从北魏的

历史进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首先,从拓跋珪的三道诏书,可见其政治抱负和豁达的民族观念:一是

讲“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二是称颂“《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三是指出“诚

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可见拓跋珪所称颂“大一统之

美”不仅包含“诸华”,而且包含“民俗虽殊”即不同民族在内。其后,拓跋焘继承前人之志,实行一系列

“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措施,推进了北魏的历史进程。孝文帝拓跋宏的

改革措施更加深入,包含迁都城,改姓氏,定姓族,颁新律,通婚姻,尊儒学等,其根本宗旨是“经营

天下,期于混壹”。从拓跋珪到拓跋宏,北魏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在多民族活动的区域,民族史的

发展同政治史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即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同政治上的统一趋势相一致:北方民族大融

合为北魏统一北方创造了民族基础,而北魏的统一北方又给北方民族的深入融合提供了社会条件。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历史趋向上展开的。

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而北周灭北齐后又为隋

所取代,结束了北朝历史。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终结了自三国鼎立以

来(除西晋短期统一外)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朝短祚,但在重建中国统一的局面上有重大贡献。

在隋朝末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隋朝灭亡,唐朝建立,形成如同秦汉两个统一皇朝蝉联的

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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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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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页。
魏收:《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465页。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3页。
魏收:《魏书》卷六十一《田益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75页。
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二《西域传·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页。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吐谷浑》,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高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焉耆》,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6页。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7页。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2页。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41页。
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2-33、37、38页。
魏收:《魏书》卷四《世祖纪上》,第80、109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齐纪永明十一年(49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339页。



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秦汉和隋唐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表述,前者用“海内”、“一统”①的说法较

多,而后者则多用“区宇”、“宇内”、“天下一家”的说法,本质上都是指统一的政治局面或就全国范围

而言。但是这些用语及其所反映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文帝在诏书中有这样的说法:“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朕君临区

宇,于兹九载”、“天下大同,归于治理”、“方今宇内一家,烟火万里”、“天下大同,声教远被”②,等

等。隋炀帝则有“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君临天下”之说③。这些表述,都反映出政治统一局面下

的话语特征。唐代政治人物尤其是唐太宗更是常用“天下”申述己意,如:“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
“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④。唐太宗针对高

士廉等人所撰《氏族志》初稿一书,更是极其鲜明地强调“天下一家”,他指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

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⑤意在说明“天下一家”来之不易,
离不开“功效显著”的这些“朝士”。

在唐代史学家的著作中,“天下一家”的用语也很突出。如:《晋书·段灼传》引段灼上晋武帝书,
其中有“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⑥。《隋书·庾质传》记庾质回答隋文帝所问时,说

“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⑦。史学家杜佑更是进一步从总结历史上立分封与设郡县的经验教训出发,称

道“始皇荡定,天下一家”;又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⑧。在杜佑这里,
把“海内统一”和“天下一家”都用上了,表明他对历史上统一局面的重视和对时下统一局面的欣慰之感。

综上,可以认为,“天下一家”是隋唐统一局面的代名词,也是当时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充满豪

气的用语。在这样的历史氛围和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反映在族称方面的变化:诸夏—华夏—中华,中华—夷狄—华夷。这是一个历史过

程,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在隋唐政治统一的局面下,各地各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

新的发展,这在民族称谓上有明显的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华夏族⑨,当

时也称为诸华、诸夏,成为秦汉时期最活跃的民族,并同其他民族如戎、狄、蛮、夷等,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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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史记·高祖本

纪》:“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史记·孝文本纪》:“专务以德化

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秦汉统治者有时也用“平定天下”的说法。
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0页;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

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3、38、51、52等页。
魏徵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1页;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北京:
中华书局,1973年,第86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页;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北

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47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3-2444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42页。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八《庾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68页。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8、849页。按:在中国史学上,较早

使用“天下一家”的史学家一是东汉荀悦,见《汉纪》刘邦与刘濞语,参见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第55页;二是范晔,见《后汉书》帝纪中汉桓帝诏书讲灾异问题,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北京:中

华书局,1965年,第299页。至于魏收《魏书》于《吐谷浑传》中,记魏孝文帝时长孙嵩等称“四海咸泰,天下一家”,
实为夸大之辞,参见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6页。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1121页。
《左传·襄公四年》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

936页。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记:“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716页。



国家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司马迁《史记》在叙述西周、春秋、战国史事时,常常讲到“诸夏”,

如:“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 祥废而不统”①;“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

艾安,功施于三代”②,这都反映出历史的联系。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藉用司马相如的赋作,表达了

“诸夏乐贡,百蛮执贽”③的现实活动。班固《汉书》记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拟于甘露三年正月“行

朝礼”,宣帝“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④。这反映

了“诸夏”在汉代礼制中的位置,同时也反映出在统一国家的历史环境中“诸夏”与“夷狄”同样受到礼制

的荫庇。

这种“诸夏”与“夷狄”对称的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即“诸夏”逐渐被“华夏”代

替。早在汉章帝时,班固作《典引篇》“述叙汉德”,其中有“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⑤之句。其后,

汉安帝时,大臣刘毅上书中有“华夏乐化,戎狄混并”⑥的表述。东汉末年,汉献帝在一道册命曹操为

“魏公”的文书中写道:“群凶觊觎,分裂诸夏”,“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

锡君朱户以居”⑦。在这里,汉献帝同时用“诸夏”和“华夏”的称谓,反映了称谓变化的特点。汉献帝建

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220),汉献帝“逊位”于魏王曹丕,裴注引《献帝传》记其盛况:“魏王登坛受禅,

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⑧,亦可见“四夷”参与“诸夏”活动之一斑。

然而在历史的进路上,有时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西晋学人江统撰写

长篇文章《徙戎论》,立论于“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

狄”的理念,主张将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迁出关中地区。西晋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⑨。似乎历史证明了江统的预见,其实不然。唐代史家指出:

“《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唐人所论近是,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进路没有理睬这种不谐音而依然走自己的路。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人们称说“华夏”较多的时期。在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之际,“于是河

朔征镇夷夏一百八十人连名上表”劝进司马睿称帝,表文中有“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等语。

所谓“华夷之情允洽”,是因为参与上表劝进者包括华、夷多种民族的官员、将领。同时,这也表明西

晋时期民族交融的情况。东晋桓温在给晋哀帝的上疏中写道:“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

疆理华夏”。北魏道武帝在定“国号”诏书中说:“逮于朕躬,处百代之际,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

俗虽殊,抚之在德”。其后,魏孝文帝在同大臣任城王澄商量迁都洛阳一事时,后者指出:“伊洛中

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南朝梁人沈约撰《宋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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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8-1259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5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7页。
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第1379页。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9页。
陈寿:《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5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9-1534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7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5页;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元帝纪》,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3页。
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2-33页。
魏收:《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465页。



《礼志》中引曹魏时人语“(明帝)清定华夏,兴制礼乐”①,在《乐志》也有“华夏奉职贡,八荒觐殊类”②

的表述,又在《天文志》中写了晋惠帝时“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强,迭据华夏”③,等等。萧齐皇朝的诏

书,亦多称说“华夏”④。由此可见,南朝既称北方为“华夏”,同时也自称“华夏”。

上述民族称谓的变化,到隋唐时期又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即由主要称“华夏”而过渡到主要称“中

华”。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华”的称谓,较早见于《三国志·谯周传》裴注引《晋阳秋》中的

文句:“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⑤。又见裴松之本人不赞成《魏略》一书对诸葛亮的评价,

写道:“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⑥前者当是指向族称,后者是指中华所处之

地。东晋南朝时,大臣表、疏、奏章、重要人物书信,多有“中华”称说,如殷仲堪在奏疏中说“而统属

梁州,盖定鼎中华”⑦,桓温上疏中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⑧,陈頵与王导书中说“中华所以倾弊,

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⑨,南朝宋人李辽在所上表文中说“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

泽寝,圣贤之风绝”,等等。可见,“中华”的称谓是非常正式的,也是十分广泛的。

北魏时,重“忠义之节”的鹿悆曾作五言诗歌咏“中华”,其诗曰:

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

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

这是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比喻,歌颂心中高大的中华。又史载,北齐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

(高)昂,高祖(即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这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鲜

卑之人与中华之人在北齐朝中共事,二是中华之人受到轻视,三是高昂在鲜卑化的统治者心目中有较

大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华”被简称为“华”,可见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对“中华”与“夷狄”有了新的解释,反映了民族观念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华、夷狄作同等看待。唐太宗晚年,在总结自己有五条政治经验时,

他郑重地说过这样的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

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唐太宗在朝廷上面对群臣总结经验时讲的这番话,可作为当时国家政策看

待。同时表明,“中华”、“夷狄”是作为族称来表述的,自亦包含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第二,“族类”意识的提出。唐玄宗在《赐突厥玺书》一文中认为:“汉日有呼韩邪,是卿族类,既率

部落,来慕中华,终保宠荣,足为前鉴”。这里说的“族类”,当含有“民族”的成分,说明突厥与中华

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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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宋书》卷十六《礼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4页。
沈约:《宋书》卷二十《乐志二》,第588页。
沈约:《宋书》卷二十四《天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1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武帝纪》记“在昔开运,光宅华夏”;卷六《明帝纪》记“今华夏乂安,要荒慕向”。参见萧子

显:《南齐书》卷三《武帝纪》、卷六《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89页。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谯周传》裴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4页。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12页。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5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第2573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十一《陈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3页。
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6页。
魏收:《魏书》卷七十九《鹿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2页。
李百药:《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高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95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参见董诰编:《全唐文》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0页。



第三,理性的民族观的发展。中唐史学家杜佑在其巨著《通典》中指出: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

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

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①

这段论述表明,“中华”与“夷狄”在古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处在同一文明进程上的民族共同体,都

具有“朴质”的特点,只是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历史进程的差别。杜佑这样看待中华与夷狄在

风俗上的差别,与前引王充所论,都着眼于文化,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观念。

联系上文所述,可以认为,从王充到杜佑所论,是理性的民族观念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发展阶段

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民族观念的发展已成为诗人群体创作的一个主题。如:

……

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

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②

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

客梦孤舟里,乡山积水东。

鳌沉崩巨岸,龙斗出遥空。

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③

前一首诗是咏民族情谊的,后一首诗是送别外国友人的,都包含浓浓的“中华”情。

民族观念的发展,在政治活动中更有突出的表现。史载,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在皇家举办的一

次宴会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得以参加。席间,“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

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④此前,还有“当今蛮夷率服”、“百姓获安,四夷咸

附”等语。可见“胡、越一家”是当时民族关系的基本面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皇朝诸帝的诏敕、册文,在涉及民族关系时,常常讲到“要荒蕃服,宜与和

亲”、“远方纳款,相率归朝,慕我华风”、“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虽云华夷,

欢若亲戚”、“须布中外,咸使闻知,表朕中怀,不问夷夏”、“万邦述职,无隔华夷”、“永执蕃礼,无

替华风”、“总北方劲悍之师,慕中华清净之化……天下一家,与我同轨”、“北方之强,代济其烈,惠

行邻境,俗慕华风”⑤,等等。这些在皇帝诏书、册文中表述的用语,深刻地蕴含着当时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发展:所谓“华风”即中华之风;所谓“虽云华夷,欢若亲戚”、“天下一家,与我同轨”,显示出民

族交融的新阶段。

第四,民族交融的标志性著作的出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种广泛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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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杜佑:《通典》卷四十八《礼典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55页。
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见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4158页。
顾非雄:《送朴处士归新罗》,见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82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页。
见唐高祖《抚镇边陲诏》、唐玄宗《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唐肃宗《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唐宣宗《议立回纥

可汗诏》、唐宣宗《遣使册回纥可汗制》,以上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蕃夷·绥抚》,洪丕谟等点校,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32、634、636页;唐玄宗《册疏勒国王文》、唐玄宗《册骨吐禄三姓毗方伽颉利发

文》、唐文宗《册回鹘彰信可汗文》、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册回鹘可汗文》,以上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

《蕃夷·册文》,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637、638、640页。



族交融的新阶段,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的撰述中也有标志性著作的出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799),历史

地理学家贾耽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他在献书表中写道:

臣幼切磋于师友,长趋侍于轩墀,自揣孱愚,叨荣非据,鸿私莫答,夙夜兢惶。去兴元元年,

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

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

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

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①

这不是一般的地图,而是一幅“国图”。从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是自秦汉以下,
“海内”乃是当时政治统一体的代称,是“全国”之意;二是“华夷”从对称演变为合称,表明民族交融的

密切关系;三是这种民族交融状况需要而且可能用地图表现出来,正是历史进程本身提供了这种可能

性。这是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又一部反映中华民族面貌的重要著作。再者,《新唐书·

艺文志》杂史类著录:杨晔《华夷帝王纪》三十七卷②,可见以“华夷”为主题的著述已受到学人的关注,

这是在民族关系融洽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学术现象。

第五,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完备的修史制度及其重要意义。唐初,唐高祖有《命萧瑀等修梁陈魏齐周

隋六代史诏》,唐太宗有《修晋书诏》,唐高宗有《简择史官诏》,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的深刻的历史意识,

旨在防止“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③,历史失于记载的局

面。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史馆于禁中,并先后修成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及《晋书》,使

《史记》、《汉书》以下,历朝皆有史。这一作法,反映了历史自信的精神,后代因之不绝,成为传统,

使中华民族具有一部不曾间断的历史。对于史官人选的重视,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有这样的概括:“修

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④《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大序

则有更加明确的表述:“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

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⑤凡此,反映了发展时期的

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和自信。

综上,隋唐时期人们民族观念的发展、提升在政治、文化、历史撰述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所

谓“中华风”、“中华礼”、“中华语”等等,比秦汉时期的“华夏”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含义,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和特征。

四、 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及相关特点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局面,对民族关系

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建立

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金,都是一度具有强势的皇朝,它们同两宋皇朝形成复杂的关系,

时战时和,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300多年(如从“五代十国”算起,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势必

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辽、夏、金三朝的政治、社会、文化表明,

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已进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阶段,而两宋皇朝在隋唐皇朝的基础上,在经济、

文化方面继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政治上的格局,同样会影响到当时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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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6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5页。

④ 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平台,比之魏晋南北朝的形势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水平更高的历史平台。这必将给历史带来更大的进

步。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争战、和议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在人类历史

进程中,争战是一种力的较量,是人们容易看得见的力的较量;而文化的交流、交融同样也是一种力

的较量,是人们不容易看见的但足以影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力的较量。

《辽史·百官志》显示出契丹族在官制上的特色和创造,设有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北面

官)和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南面官),显示出官制名称与职掌的细密。辽的礼制建设也颇具

规模,含吉、凶、军、宾、嘉五礼。《辽史·礼志》记:“太宗克晋,稍用汉礼。”①它表明礼制是吸收了

中原皇朝的礼的传统。这里说的“太宗”系指耶律德光,“晋”指五代后晋。《辽史·乐志》记:有“国乐”

(辽本朝之乐),“犹先王之风”;有“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有“雅乐”,“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

《颂》焉,有古《大雅》焉”;有“大乐”,“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

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

谓之‘大乐’”。“(后)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

辽。”②《辽史·乐志》记“诸国乐”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宗会同三年(940)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

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燉煌二使作本国舞。”③由此可知辽朝的乐舞,既有继承秦、汉、隋、唐以来

的传统的乐舞,又有反映自身“先王之风”和“诸侯之风”的乐舞,是一幅立体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乐舞

画卷。

金朝的制度建设比之于辽朝同样周密,有的更甚于辽朝,所不同的是《金史》的志,先自然(天文、

历、五行、地理、河渠)后社会(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凡39卷,其

“礼”就占了11卷,可见金朝的重礼。金朝学习唐、宋科举取士制度,《金史·选举志一》称:“辽起唐

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

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其科目有: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

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

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

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④

对于考试范围,也有明确规定: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郑)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

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

《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

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

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

《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

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⑤

金朝选举,曾设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

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后金世宗指示:“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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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3页。
以上分别见脱脱等:《辽史》卷五十四《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1、883、885页。
脱脱等:《辽史》卷五十四《乐志》,第882页。

⑤⑥ 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30-1131、1131-1132、1136页。



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⑥可见对于人才的重视。
《金史》还设有“交聘表”,详记金宋、金夏的使臣交往,反映了当时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

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虽非统一皇朝,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得到高度发展,对西夏、辽、金

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宋朝的思想文化、文物制度、历史名著(如《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周边

民族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西夏的社会历史面貌,元朝史官在《宋史·夏国传》后论中有一段概括性评论,有助于我们对

西夏的社会历史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其评论写道:

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

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

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①

由此也可约略看出,西夏曾一度立国之强,培育人才之盛,“陈经立纪”治国之方,等等。西夏史研究

者对于西夏的政治制度,有比较详细的论说,尤其是关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论说,证明

西夏在制度文明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天盛律令”是中国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用民族文字颁行的比

较完整的法典。在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上,除汉族建立的宋朝法典外、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

建立的金朝都颁行法典,但已都失传或基本不存于世,辽与金朝法典也都曾是用汉文颁行的。天

盛律令用西夏文字刊行于世实属难能可贵,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承继、影响和发展,对

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②

由此看来,党项族在文明进程上与契丹、女真总体是相近的。

综上,是否可以认为:辽宋夏金时期,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一个文明较高的历史平台上展

开的。而契丹、女真、党项各族文字的创造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进程的一大特点。史载:辽太祖神册五

年(920)“始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颁女直(真)字”;西夏“元昊自制蕃书……而译《孝
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③。文字的创造,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

且各朝开展的译书事业也极大地推动了各族间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时,史官萧韩家奴通辽、汉文字,“欲帝知古今成败,译

《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④。唐代史家马总所撰《通历》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太古,下讫隋末;

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世所重;其《五代史》当指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

这三部书在当时可谓贯穿古今,历代兴衰成败约略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萧韩家奴的良苦用心。

金朝的译书事业尤具规模,专设译经所。史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进所译《易》
《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相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

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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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0页。
李锡厚、白滨:《西夏的政治制度》,见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辽金西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531页。
分别见脱脱等:《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页;脱脱等:《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页;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0页。
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185页。



辽、金、西夏以本民族文字翻译中原历史文化典籍之举,一时成为一个历史潮流,极大地促进了

各族间的文化交融。从所译之书来看,《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

《资治通鉴》是最受重视的著作。这既表明这些著作的影响力之大,也表明当时文化交融之深。这首先

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的变化,如辽兴宗与大臣马得臣之间的一段史事,或可反映这一变化的

情景,《辽史·马得臣传》记: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

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

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

知宣徽院事。①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契丹族的文明进程和中原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广泛,在辽朝贵

族阶层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辽道宗时太师适鲁之妹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见识即是突出的一例,史载: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

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

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

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

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

则贤者至。建万 世 磐 石 之 业,制 诸 部 强 横 之 心。欲 率 下,则 先 正 身;欲 治 远,则 始 朝 廷。”上

称善。②

这一篇政论不仅概括了《通历》的思想,而且包含了作者本人见识的发挥。辽道宗在位时,有一年皇太

后生日,道宗作了一首题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③的诗,表示祝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政

治风尚和历史走向。

金朝君臣熟读中原史书,且多有讨论,言及受益,是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大特点。

《金史·熙宗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

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

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

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

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

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④

这一段讨论,从唐太宗君臣的政治风范说到唐朝几代皇帝的得失,以至涉及对周成王和周公的评价,

足见他们对中原历代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的重视。此后,世宗、章宗亦如此。如前所述,金世宗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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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9页。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耶律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2页。
脱脱等:《辽史》卷二十一《道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页。
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页。



倡导翻译中原典籍,目的在于使女真人也知道仁义道德。他还说过:“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

开卷辄有所益。”①金章宗重视修史,重视搜购中原历史文化典籍,曾下诏购求宋朝“《崇文总目》内所阙

书籍”②。金朝皇帝的这些认识和措施,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度。这种认同必将翻转过来影响

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在底层民众那里,甚至在下层官员那里,这

种交往交流交融无时不在,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③。女真将领往往还

把“番、汉军兵”按照女真早年的“猛安谋克”制度④组织起来,或作战,或生产,成为真正的命运共

同体。

在辽宋夏金时期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提出的“华夷两安,为利甚大”⑤的理

念以及他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在思想文化事业建设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金世宗曾感慨地对宰

相说道:“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⑥金章

宗“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之举,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联系王充所论“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则西夏

辽金已近于“诸夏之人”了,正如辽道宗所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⑦,这是历史文化上的巨大

进步,是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所致。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在三个多世纪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

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这个壮大、巩固阶段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元皇朝的建立,既是这种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结果,又为这

个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

的联系都得以实现,从而壮大了自身。明修《元史·地理志》写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

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

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

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

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

里数限者矣。”⑧生存空间的扩大,便于各族间的联系和中华民族的壮大与巩固。元在中央设宣政院,

管理宗教与吐蕃军、政事务;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台湾与澎湖地区。元在全国设立驿站,有利各地

各族的交往。

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在《辽史》、《金史》和《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中,

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都有突出的反映,如:

二月朔日,(耶律)德光服汉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汉朝贺,伪制大赦天下,改晋国为大辽国。⑨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吿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吿太祖以下

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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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①

斡道冲,字宗圣,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

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官至中书宰相而没。

夏人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画道冲像列诸从祀。道冲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

中。元虞集有《西夏相斡公画像赞》。②

洪武初……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③

丁丑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

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④

五十八年,和琳等会勘后藏边界及鄂博情形,江孜番、汉兵已敷防守。⑤

这些记载表明从过去那些对立的理念和称谓到这些和谐的理念和称谓,再到“华夷同风”⑥、“混一中

华”⑦,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⑧,这种民族交融,不论在朝廷,在军营,还是在民间,都已经十分

深入、密切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走向壮大的表现。

第三,重视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元朝建立

之初,便有修撰辽、金二史之议,继而更有修撰辽、金、宋三史之议,但因“正统”问题多有歧义,故

迟迟未能修撰。“正统”问题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它至少在名义上涉及新兴

皇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但它脱胎于辽宋夏金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如

何把“正统”问题理顺,却成了难以抉择的困局。当元顺帝君臣决然承认辽、金、宋三朝都是“正统”时,

表明蒙古族贵族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更看重“混一中华”而不再强调民族界限。重要的是,承认辽、金、

宋各自都是“正统”而它们又归于元,表明元朝继承辽、金、宋三朝(当然还包含西夏)的政治遗产,因

此,元朝统治者自然就是合法的统治者了。由此可见修撰“正史”与皇朝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从元顺帝

(惠宗)至正三年(1343)下达的《修三史诏》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诏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述得极为明确: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

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⑨

诏书表明,元从辽、金、宋而来,包括它们的制度、典章和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肯定辽、金、宋,

就是肯定元的“正统”地位。同时,肯定辽、金、宋,也反映出蒙古族贵族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从本质

上看,所谓“混一中华”,乃是一个更加壮大的中华民族。但这也说明了元朝君臣是中国古代修撰“正
史”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而这种继承在《三史凡例》中也有具体的要求,一是关于“帝纪”:“三国各史书

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二是关于书事原则:“疑事传疑,信

事传信”,准《春秋》。”中国修史传统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

重要内容,“凡例”中说到遵循《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春秋》的做法,很中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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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元修辽、金、宋三史,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多民族史学的特点,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生动

地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传统的历史价值。这就是文化影响、文化交融所显示出的“力”的作用。

这里还要提到一本与辽、金、宋三史相关联的书,即元代回族史家察罕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

察罕(约1245-1322),自号白云,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他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

上起传说中的伏羲,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书受到仁宗重视,命送史馆。时人程钜夫称:“信

白云端在此之编矣”。明代学人黄谏推重此书,补撰其下限至洪武元年(1368),并在序中称此书为“观

史之要”。清代学人张海鹏于嘉庆十四年(1809)订正此书,并在跋语中称:此书“未始不为读史者叩关

之一钥也”。这部贯通的“帝王纪年”,对辽金宋作同等记述,反映了元代君臣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并得

到明清学人的认同和赞许①。

说到正史修撰,明修《元史》和清修《明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是推翻元朝统治的胜利者。元灭亡前,朱元璋在《谕中原

檄》中曾发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②,但在元亡之后却十分关注修撰《元史》,显示了一个政治

家的胸怀。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

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③明朝建立之初,就提起修撰元朝历史之

事,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当修撰人员齐备后,明太祖对廷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

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不可废也。”④他进而对修史者指出:

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

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

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

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

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

公论,以垂鉴戒。⑤

从这一篇“上谕”来看,明太祖对元朝历史有褒有贬,同时讲到了史学的价值和修史的意义,没有明显

的民族的偏见和“胜利”者的傲气,是一篇得体的修史上谕。据《元史纂修凡例》及《宋濂目录后记》所言,

《元史》修纂是严肃和认真的。宋濂认为:“昔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

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

史,以为世鉴。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於戏盛哉!”⑥宋濂联系古今,

发此感慨,出于当时史家之至诚,但他说的“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云云,确是道出了中华史学为前朝

修撰正史的优良传统。从《纂修元史凡例》也可具体地看到这一优良传统的存在及其意义,如“今修《元

史》,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又如,“历代史

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

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⑦把修史的继承关系写入凡例,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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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操宇晴:《浅论元代回回史家察罕的见识与撰述》,《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诏令杂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7页。
宋濂:《吕氏采史目录序》,见《宋学士文集》卷四,徐儒宗等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4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783-784、783页。
宋濂等:《元史·目录后序》,见《元史》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77-4678页。
宋濂等:《元史》卷末,第4675-4676页。按:有学者认为,修《元史》“不作论赞”,一是朱元璋的武断,不愿史臣

发表议论;二是史臣多有忌讳,不敢发表议论(参见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

3期)。



《元史》修撰,多据元朝实录,从动议到完成,首尾只有一年,而清修《明史》,首尾经历90多年,

是历朝正史修撰费时最多的。清顺治二年(1645)议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明史》才正式刊布,

前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究其原因,一是义例不明,康熙十八年(1679),史官朱彝尊

上书总裁官,还提出讨论《明史》义例的要求,这上距议修《明史》已过去30多年。二是总裁官的更换,

在90多年中,修撰《明史》的总裁官三易其人,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任其责,后任者在前任

者书稿基础上不断修改,花费许多时日。三是史料的汗漫、舛讹,需要反复删削、订正。《张廷玉上明

史表》一文,反映了此种情况: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降及国本之危

疑,酿为《要典》之决裂。兵符四出,功罪难明;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

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①

为了“信今而传后”,多费时日也是值得的。《明史》新设“土司传”,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关系的新形式,

也反映了民族交融的新进展。
 

《明史》修撰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史上修撰前朝正史的收官之作,表明中国古代每

一皇朝都有翔实的历史记载,构成了中华史学之连续不断的历史典籍,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

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

第四,续修典章制度史,贯穿中华制度文明进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

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②,文宗至顺二年(1331),“奎章阁学士

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③。元修《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另附《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

通议》一卷,全书含君事、臣事两大部分,君事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四篇,因使用大量蒙古材

料和档案,专设蒙古局纂修;臣事分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六篇,由奎章阁学士院

修纂,共十篇。”
 

④欧阳玄在《进经世大典表》中指出:“爰命文臣,体‘会要’之遗意,遍敕宫寺,发掌

故之旧章,仿《周礼》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⑤可见,此书一方面保存了“本朝典故”,具有民族特色,

一方面又按照唐、宋《会要》的体例进行编纂,这是在继承中有所丰富,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发展中不断

吸收各民族的创造而越发丰富多彩。

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同样十分重视。乾隆十二年(1767),乾隆撰《重刻通典序》,

写道:

此书则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

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

之良模矣。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

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 爰揭之以告读是书者。⑥

在乾隆看来,《通典》远不只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部为政的参考书。他不仅指示重新校刻《通典》、《通

志》、《文献通考》等“三通”,并在当年命史臣纂修《续文献通考》,其谕旨写道: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了然,学者资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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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张廷玉上明史表》,见《明史》卷末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630页。
宋濂等:《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40-741页。
宋濂等:《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85页。
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整理前言,第1页。
欧阳玄:《欧阳玄集》卷一三《进经世大典表》,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97页。
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 事 迹 续 之,烦 芜 寡 要,未 足 与“三 通”并,且 至 今 又 百 五 十 余 年

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宜搜择讨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以前,《会典》所载,

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

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士张廷玉、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惟简惟要,所有纂辑事

宜酌议以闻。①

乾隆不满意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认为它“未足与‘三通’并”,命史臣采择清朝“宪章”及
“《会典》所载”,自乾隆十年上溯宋嘉定以后制度,另撰《续文献通考》。乾隆的深意,是要把新近过去

的历史运动固化为严肃的历史纪录,故尤其强调“惟简惟要”。但清朝的文化工程远不止此。乾隆三十

二年(1762),乾隆进而诏命史臣纂修“续修三通”之作,其“上谕”称:

前开馆续纂《文献通考》一书,并添辑本朝一切典制,分门进呈,朕亲加披览。随时裁定。全

书现在告竣,经该总裁等奏请将馆务停止。因思马端临《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郑樵《通志》而

作,三书实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曩因旧本多讹,曾命儒臣详为校勘,镌刻流传,嘉惠海内。今

《续通考》,复因王圻旧本改订增修。惟《通典》《通志》,向未议及补辑,士林未免抱阙如之憾。着

仍行开馆,一体编辑。所有开馆事宜,着大学士详悉定议具奏。其修书义例,有应仍、应改之处,

该总裁等务博稽前典,参酌时宜,而要之以纪实无讹,可垂久远。至现辑《续通考》一书,从前所

进各门,仅载至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而陆续呈进者,并纂入三十一年之事,先后体制,尚未画一。

着交新开书馆,将所纂二十四考概行增辑,编载事实,悉以本年为准。增添各卷,即速缮呈览,

以便刊版颁行。其《通典》《通志》二书,亦以三十一年为限,以期画一。②

从对“三通”的重视到撰《续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从撰《续通典》、《续通志》到撰《皇朝通典》、

《皇朝通志》,反映了对典章制度史的认同和继承、发展。
表1 “续三通”、“清三通”之名称与卷数

名称 续通典 清通典 续通志 清通志 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

卷数 150 100 640 126 250 300

这些撰述,都在乾隆年间完成③。这样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典制体史书的传承及其借鉴意义;第二,清朝统治者

认为,自身是历史上典章制度的继承者,故“续三通”时,当有“皇朝三通”(即“清三通”)。这是进一步

落实了顺治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维道统而新治统”④和康熙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继道统而新治

统”⑤的理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从历史撰述上贯

穿了中华制度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践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综而言之,本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强

自信地迈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两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近现代史上的宏伟篇章,笔者当另作专

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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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二,乾隆十二年六月甲戌,《清实录》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4页。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八,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丙申,《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6-547页。
参见乔治忠、朱洪斌:《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90-391页,编

者按。

⑤ 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

387、390页。



五、 简短的结论

当我们简要地回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之自发阶段的历史后,可以得到如

下几点理论上的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武王伐纣时的庸、蜀、羌、髳、微、卢、彭、

濮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夷、蛮、戎、狄,从西汉时期的匈奴到西域各族,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匈奴、鲜

卑、羯、氐、羌各族,到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以及经济重心南移与南方各族,从辽宋夏金时期的

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到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满洲、回、藏等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其间汉族的发展也是因有其他民族参与、融入而不断进步。汉族人口多,原本是由许多少数民族

混血形成的,故汉族的贡献也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一言以弊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

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当我们重温历史记载的“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①,“万里绝域,一德同

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②,“虽云华夷,欢若亲戚”③,“万邦述职,无隔华夷”④,“华夷志同,笙镛

礼盛”⑤,“天地之际既交,华夷之情允洽”⑥,“天地交泰,华夷辑睦”⑦等话语及思想时,禁不住激起

这样一种历史情怀:“伟哉,中华民族!”真可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命运与共而成就世界伟业。
第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有必要认清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有和好

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什么是主流,要有明确认识。如著名学者白寿彝所言,这就是: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

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

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

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

的发展。⑧

认识清了这个主流,便不会因历史上这样那样的记载而困惑,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第三,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要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同考察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形

势联系起来分析,揭示其中存在的规律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因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而引发

战争,造成社会动乱,并往往把一些民族卷入其中,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所带来的苦难,这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民族迁移则促成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当全国出现统一的政治局面时,这种交

往交流交融所获得的成果则可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升。这是历史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后而获得的

进步。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看得十

分清楚,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样看待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

民族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100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打败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百年史,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创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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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要认识到中华文化是滋养中华民族生长、壮大的养料。在中国历史

上,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学说)、汉唐文化、修史传统等等思想文化成果,是中华文化的一些重要方

面,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这些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被

创造出来后形成相对独立的形态,就会反过来影响历史进程、社会发展和人们心理。恩格斯这样说过:
“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

的作用”①。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可以看到十六国时期各国办学校、兴教育,学习儒家经典以及北魏

孝文帝的诸多改革措施,下至辽夏金元清等皇朝统治者对中原历史文化典籍的重视和学习,继承和发

扬,都充分反映出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中对“物质存在方式”的巨大反作用。惟其如此,我

们可以十分自信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具有重

大意义。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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